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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性功能实现的基本矛盾 国人心目中的“律师从政”，应该

是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尤其是成为相当级别的官

员，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西方语境中，律师的确是一种与

政治亲密接触的职业角色，是事实证明最有可能跻身于政界

乃至权力中心的一种职业角色。而中国语境下，人们在经历

了战争时期“革命家（军人）治国”、建设时期“工程师治

国”的历史阶段后，转而对“法律人治国”表现出相当热情

，其实正寄托着国人对法治国家的渴望，“律师从政”也正

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日益受到公众的瞩目。 虽然近年来一直有

优秀律师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被选任为法院副院长

、检察院副检察长甚至政府的副市长，但这显然与人们所期

望的律师从政相去甚远。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从政”理应是

制度化的而非“点缀式”的，理应是律师可以主动参与而非

只能被“选秀”的。当今中国语境下的律师从政，至少还存

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矛盾： 其一，律师职业自身政治性

与边缘性之矛盾 法治社会中的律师兼具法律人、商业人与政

治人的属性，属于天生的政治家：法治国家的律师与政治家

，都是运用法律服务公众；不同的只是政治家自上而下地执

行法律，进而主持立法和修法；而律师的执业活动则是自下

而上地使抽象的法律与具体的案件相结合。法治国家的律师

与政治家，都需要以语言（包括雄辩的口才、优美精练的笔

才以及得体的肢体语言）为基本功，而律师的工作天然就是



一种有效的“政客基本功”训练。法治国家的律师与政治家

，都是讲逻辑、讲根据、讲章法的职业，只能以法律依据和

逻辑服人。至少从对法律的表面态度而言，律师和政治家有

相通的习性。此外，律师钻研法律推敲法律运用法律，当然

最知道现行法律的缺陷或弊端.深谙法之弊端的人，当然最容

易产生改良法律的愿望。要改良法律，就要从政。而且，律

师容易获得社会声誉，便于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若办

过几个著名的大案子，以不畏权势伸张正义出了名，你甚至

会被公众合力推到某些政治席位上去。 矛盾的另一方面在于

：法治社会中，作为“在野法曹” 的律师则理应保持自身职

业角色的边缘性，有节制、有限度、有理性地参与政治。以

保持律师职业角色的边缘性是律师这一民间职业生存和发展

的内在要求，也是律师角色的民间性和自治性的应有之义。

理论上讲，律师职业角色的边缘化，可以使律师这一典型的

民间职业免受其他力量的非正常干扰，或者避免诱发某些潜

在的难以预料的风险。尤其是在律师业尚未完全实现行业自

治的形势下，保持这种相对疏离的边缘性确有必要。这并非

权宜之计，而是律师职业属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律师的

职业角色真正实现民间自治的必然要求。 其二，律师职业特

点与官僚体系构成之矛盾 近来，所谓“法学家从政”常被人

津津乐道。而“法学家从政”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这一

群体实际上是广泛意义上的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法学家所

供职的学术机构，一般是高等院校、研究所，这些机构本身

归属于某一个政府部门，既有公家饭吃，也有相应的级别待

遇，它的人事任免，纳入各级组织部门的考察范围。而律师

的定位是从事社会法律服务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没有上级领



导和行政级别，即便才华出众、能力非凡，也难以进入干部

考察任用的体制内循环----除非组织的特别需要。 自重新恢

复律师制度以来，律师与官僚体系内部的“干部”们各自为

业，“井水不犯河水”的倒也相安无事。而极少数律师“点

缀式”地被选任为基层法院、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的副院长

或是政府机关的官员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至于对体制内的干

部们造成冲击。但如果使从优秀律师中选任法官、检察官乃

至政府官员的数量大增甚至制度化，就将使从前依照干部人

事制度产生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的“单一”体制演变成

有相当部分干部从优秀律师中选任的“双轨制”。这种选拔

的“双轨”制，对长期身处官僚体制内的“干部”们必然产

生巨大冲击------无论是观念上的，还是利益上的：选任“双

轨制”必然强烈冲击着“官本位”下体制内的干部们观念上

长期形成的那种自尊与优越(或者说自觉高人一等)，而这种

失落感与危机感，必然激发体制内部的某种“自卫”本能。

律师不可避免地会希望能有官员那样的权力与地位而无望，

官员也本能地希望能有律师那样的自由与财富而不得，于是

开始以各自的优势社会资源为基础相互轻视甚至敌视起来。

某种意义上，“干部”们的稳定与地位，是以其长期相对低

下的个体合法经济收入和受到相对更多的约束为代价获取的

。而优秀律师(优秀律师的前提之一就是有强的创收能力)们

在拥有了足够的“银子”后再大举“上岸”成为“干部”，

就不仅自然拥有了干部们所拥有的地位与稳定，还同时拥有

着其他干部们所无法合法拥有的金钱与财富。在权力本位的

社会，律师天然处于劣势，律师从政的愿望必然遭受来自体

制内的打压。 其三，律师从政的政治热情与所处政治环境之



矛盾 法治社会的律师天然成为“三个代表”：公民私权利的

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以及以私权利制约

国家公权力的忠实代表。这就使律师参政的动机与政治意愿

，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执政党统治，同时也是为了给中国带来

新的政治气象。而“在相当数量和相当层次的领导人的意识

中，把律师看成与主流政治实体不相干的边缘化群体，甚至

有的领导人把律师看成政治上的异己势力，这恰恰是与律师

作为这个社会精英群体所具备的素质、知识、才能以及他们

对自身政治作为的预期相(违)背的。” 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

，人们对律师或法律人从政治国的热情与期望不断增高，另

一方面我们又无奈的发现29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律师的数量

不过10人，高层官员中法律人屈指可数律师更是一个也没有

。有政治热情的优秀律师纵然有心，也只能努力使自己“被

组织发现”，如果企图在诸如人大代表的选举中主动“有所

作为”，显然在当前还是“违反游戏规则”的。 其四，律师

政治抱负与自身地位、素质之矛盾。 从政即意味着对社会公

共资源的掌握，因此律师实现政治抱负的条件是律师个体乃

至律师行业良好的社会声望。虽然从理论上说，“好的律师

，如良医救死扶伤，如侠客锄强扶弱，如良师启蒙开愚，他

的职业比其他任何知识性职业更便于获得社会声誉，在公众

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但我们却不无忧虑地看到：中国律师

目前的素质与社会评价尚不尽如人意；我们有必要反躬自问

：当未来社会需要中国律师承担起更为光荣、神圣而重要的

职责时，我们有能力做到吗？中国律师能够从整体上赢得社

会公众的足够信任与尊重吗？ 律师的社会地位与执业保障取

决于民主法治进程，律师的形象与社会评价取决于律师自身



的不懈追求。律师、律师事务所有责任不断提高自身品味、

不断整合优化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不断提高社会影响力。这一

过程受到社会民主政治大环境的制约，也决定着律师群体在

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影响，促进着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的进程。“法治兴，律师兴”是现实；“律师兴，法治兴；

法治兴，国家兴”是律师的使命。 鉴于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

传统惯性，以及中国律师职业群体自身政治诉求的欲望偏低

等因素，从整体上讲，中国律师仍将长期远离政治权力中心

（这并不影响少数律师有可能相当层次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当然，看中国的政治司法改革需要有动态观念，回顾20

年前的中国，怎敢相信20年后的政治与社会现实？今天做不

到的事情，20年后不见得做不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

民权利保障意识的增强，中国律师未来从政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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